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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修经解的承继、
设限与经学嬗变

郭素红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　 100101)

摘要:官修经解是以官修形式对儒家经典重加疏解的经学文献。 有明一代中央政权高度集中,明代

官修经解的编纂背景、内涵和思想特质,体现了一代王朝的文化选择和政治导向。 明代官方编修的经学

典籍文献,对于经学政策的说明不单是重要的资料,也是明代官修经解承继与设限的重要见证。 明代官

修经解的颁行,使经学以程朱理学而独尊,官修经解在经典诠释方面推行通俗化和普及化的举措,客观

上推动了儒家经学的传播和经学教育的普及。 经学文献的官方解读,则又代表了明代文化整合、思想设

限的特色,在经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体现了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对经学学术的干预和对思想领域

的控制。 明代官方经学反映出尊崇程朱理学的学术取向和巩固统治、维系人心的政治诉求,而明代官修

经解体现了对宋元以来的经世致用经义精神的传承。 明中后期的经学私家著述兼有学术与治道的功

用,亦是对经学学术的承继和经学治道的践行,凸显出明代官修经解影响下经学嬗变的文化意义,生动

反映出经学学术和科举应试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制衡取舍。 明代官修经解的承继与设限客观上影响了经

学发展的面向和进程,亦是明中后期学者对宋学的反动和经学嬗变的深层根源,更多的经学话语融入以

文献为依据的注经和解经,从而拓展出新的经学视域。 对有明一代学术风气的重新检视,可以发现明代

官修经解承继与设限的重要维度,由此传递出学术风气消长变化过程中的学术新变,有裨于深化对明代

官方经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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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文献源远流长,先秦已然。 “春秋以上无私家之学,书皆出于官修。” [1]1 汉武以降,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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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主流,儒家经典成为中央王朝官修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修经解是以官修形式对儒家经典重加

疏解的经学文献,自西汉“五经”至南宋“十三经”,儒家经典经中央政权的推动广泛传播,从而使儒家

思想确立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文化。 官修经解已有绵远的传统,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客观上影响和决定

着学术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取向和进程。 顾颉刚有云:“凡一代创业之君,以其得之之艰,辄欲制之极密,
防之极周,图子孙久长之业。 此固无代不然,而明为尤显。” [1]2

 

有明一代被认为是中央集权政治高度集

中的封建王朝,至元明易代,官修文献得到快速发展,探究明代官修经解的编纂背景、脉络、特点及影

响,厘清明代官方经学濡染影响的重要面向,当是颇具意义的学术论题。

一、明代官修经解的概况

关于明代官修经解的研究,始见于经学史通论及相关著述的一部分①,多采用时段划分法总结历

代经学史的概况,对旧说的文献整理有功,对明代官修经解也均有涉及,但立说立论多重述明人《大
全》出而经说亡之旧说,或囿于清人以为经学至明为积衰时代之学术定见,涉及明代官修经解即概为元

人遗说的观点亦较守旧且过于简约。 李晋华则首次遍考古今书目,系统考察明代历代帝王敕撰敕修之

书,是研究明代官修文献的重要参考,因局限于文献源流层面的考述,对官修文献中经学文本的探考多

粗陈梗概。 顾颉刚认为明代的敕撰书,“成于洪武、永乐两朝者超过半数,洪武一朝又几两倍永乐” [1]2。
至于明代洪武、永乐朝官修经解的具体情形并未作专门考量。

根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等各类书目②,系统梳理明

代官修经解及史传记载与现存官方经学相关文献,对由官方组织编修的经学文献进行统计,明代官

修经解包括群经总义类、五经类、四书类等 18 种。
第 1 种:正定《十三经》,洪武六年(1373),赵俶等奉敕定正。 是书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标准,并尊

汉唐经学的演化,重传经释经的要籍,摒弃《战国策》及阴阳谶卜诸书。 正定《十三经》颁示天下后,
其他诸书则不列学宫。 今已亡佚。

第 2 种:《群经类要》一卷,洪武六年(1373),孔克表、刘基等奉敕撰。 是书以太祖亲撰的《论语解》
二章经解为范式,以浅语恒言释群经,避免了经解的辞繁而旨深,使人尽得通说而易通晓。 今已亡佚。

第 3 种:《春秋本末》三十卷,洪武十一年(1378),东宫文学傅藻等奉懿文太子命撰。 是书将《春
秋》原本的编年体进行了体例上的重新编排,仿照《春秋分记》之例变成国别体,首周王之世,以尊正

统;次为鲁公之年,仍以依旧文;列国则先晋、齐,而后楚、吴,以此体现“尊王攘夷”的精神。 洪武十二年

(1379),宋濂为之作序,至是而成,太祖赐书名《春秋本末》。 后又命翰林典籍刘仲质校正《春秋本末》。
今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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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明代官修经解的研究,相关的经学史通论及著述主要见于:(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9-294 页;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127-138 页;江瑔著,张京华点校《新体经学讲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0-
123 页;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世界书局 1941 年版,第 209-216 页;(日)本田成之著,孙俍工译《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1-238 页;陈延杰《经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第 127-130 页;何耿镛《经学概说》,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0-117
页;何耿镛编著《经学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3-225 页;陈克明《中国的经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94 页;章
权才《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叶国良等《经学通论》,台北大安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9-590 页;吴雁南等《中国

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32-438 页,等等。 较之既有成果,本文试图考查明代官修经解的编纂背景、脉络和思想特质,探究

其承继和设限的重要维度,揭示明代学术风气消长变化和经学嬗变的深层根源。
本文依据的文献书目资料主要有:(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3 页;(清)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卷 96),中
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344-2369 页;王承略等《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 23 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11 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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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种:《春秋书法大旨》一卷,洪武十六年(1383),国子博士高允宪、杨磐奉旨编修[2] 。 是书依照

啖助、赵匡《春秋》经说纂例进行分类,撮其要,删其繁而成。 今已亡佚。
第 5 种:《书传会选》六卷,洪武二十七年(1394),刘三吾等奉敕撰。 是书因太祖考验天象知与宋

儒蔡氏《书传》不合,命刘三吾等纠正《书经集传》错误敕撰而成。 书成太祖赐书名《书传会选》,令礼部

刊行天下。 《书传会选》官修的本意只为纠错,然亦有补充文义之处,考证部分内容丰富,于字音字义

字体辨之甚详,颇具汉学特色。
第 6 种:《孟子节文》七卷,洪武二十七年(1394),刘三吾等奉敕撰。 是书因太祖不满《孟子》原本

中“辞气抑扬过甚”者,令刘三吾剔除如“草芥”“寇仇”等语,只许保留对君权无伤的内容。 洪武二十八

年(1395),《孟子节文》完成并刊刻,给散天下学校,并诏令所删章节“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

士” [3] 。
第 7—12 种:《五经四书大全》一百五十七卷,永乐十二年(1414),胡广等奉敕撰。 成祖以为“五

经”“四书”皆圣贤经典,更宜将其统会,命胡广、金幼孜、杨荣等敕纂成书。 永乐十三年(1415),《五经

四书大全》书成,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二十一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包括《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

卷、《书传大全》十卷、《诗传大全》二十卷、《礼记集说大全》三十卷、《春秋集传大全》三十七卷、《四书

集传大全》三十六卷。 《大全》各经皆各取传注本为根据,在此基础上再增广传注之全。 永乐十五年

(1417),《五经四书大全》颁示天下,成为科举考试的准绳。
第 13 种:《周易直指》十卷,永乐十五年(1417),翰林学士杨士奇奉太子命撰。 是书主旨仍依朱子

《周易本义》。 今已亡佚。
第 14 种:《尚书直指》六卷,永乐十六年(1418),东宫讲官徐善述奉敕撰。 初为东宫进讲所用,其

书已渐类似后来讲章。 今已亡佚。
第 15—16 种:《春秋直指》三十卷、《春秋要旨》三卷,永乐年间,翰林侍讲金幼孜奉太子命撰。 今

皆已亡佚。
第 17 种:汇编《书经三要》三卷,嘉靖四年(1525),明世宗御注《无逸》,令辅臣撰序与太祖御制《洪

范序》刊布。 后依大学士费宏等言,按照御注《洪范序》体式,因经分注,直解肯綮,以《洪范》居首,次
《伊训》《无逸》,又将《皋陶谟》等篇目统一作注,缮写成书后刊布,名曰《书经三要》 [4] ,今已亡佚。

第 18 种:校刻《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万历十四年起至二十一年(1586—1593)书成,北京国

子监臣敕刊。
综上,明代官修经解计群经总义类 3 种、易类 2 种、书类 4 种、诗类 1 种、礼类 1 种、春秋类 5 种、四

书类 2 种。 从修书范围来看,从五经到四书,囊括了传统的儒家经典。 就纂修时间而言,18 部经书中,
纂修于洪武朝 6 种,先后为正定《十三经》《群经类要》《春秋本末》《春秋书法大旨》《书传会选》《孟子

节文》;永乐朝 10 种,顺序大致为《五经四书大全》《周易直指》《尚书直指》《春秋直指》《春秋要旨》;嘉
靖朝 1 种,即汇编《书经三要》;万历朝 1 种,即校刻《十三经注疏》。 可见明代官修经解基本集中在明

初的洪武至嘉靖年间,而尤以洪武、永乐朝为最。

二、明代官修经解的承继与设限

明代的官方经学,在经学典籍编修方面,中央政府先后完成了正定《十三经》《群经类要》《春秋本

末》《春秋书法大旨》《书传会选》《孟子节文》《五经四书大全》等经学文献的官修。 这些成绩,对于明

091



郭素红　 明代官修经解的承继、设限与经学嬗变

代经学政策的说明方面不单是重要的资料,也是明代官修经解承继与设限的重要见证。
(一)明代官修经解的承继

在群经总义方面,正定《十三经》成为明代由中央政权最早编修颁行的一部经学文献。 在经书经

说文字的统一方面,除重新校勘颁定群经,为避免经解的辞繁而旨深,继而完成了以浅语恒言释群经,
使人易于通晓而尽得通说,《群经类要》亦是这一普及通俗版意义的官修经解。 虽然正定《十三经》与
《群经类要》今已亡佚,但就纂修者来看,请颁正定《十三经》的国子博士赵俶与奉敕编纂《群经类要》的
儒臣孔克表等皆是前元至正年间的进士,在元代皆以博学笃行任官,由元入明后继续受到明廷重用,总
纂群经总义。 赵俶初为元至正六年(1346)进士,洪武六年(1373)征至国子博士,尤精于《诗经》,其弟

子多为方岳重臣。 孔克表乃是孔子五十五世孙,为元至正八年(1348)进士,洪武六年征为翰林修撰,因
太祖认为经传过于辞繁,且“经之不明,传注害之,传注之害,在乎辞繁而旨深” [5] ,故命孔克表等将群

经要言分为若干类,再以浅语恒言释经,又亲撰《论语解》二章作为范式,书成赐名《群经类要》。 对于

明代官方的经学政策来说,以浅语恒言释经,客观上普及了经学教育。 就科举考试制度的实际内容来

说,官方在经学措施上仍然承袭元朝旧规。 明代官方经学所表现出的因循现象和科举取士的控制因素

也使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以承继,从而加强了思想文化和意识领域的统一。 重用前元儒臣总纂群经

并颁行天下,承继延续的色彩可谓明显。 正定《十三经》与《群经类要》的敕修,其主要用意并不在解

经,而是为了强调儒家经典的至尊地位,勿列十三经以外诸书于学宫,更为彰显明廷的尊儒崇经和对儒

经的承继。
在儒家《十三经》中,《春秋》最强调尊宗庙明正统,故落实《春秋》微言大义以标榜新生政权的正统

地位,成为明初官修经解的重要内容。 明太祖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宣扬政权的正统性,更充分发挥经学

经世致用的功能,强调《春秋》的正统意识也就是强化和彰显洪武政权对正统的承继。 太祖曾诏曰:
“近诸生专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有明之。 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 他日为政临民,庶
乎有本。” [6]可见,明代官方《春秋学》教育完全是从政治实用角度着眼的,《春秋学》可以提升国家后备

官员日后处事决疑、为政临民的行政能力,当然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保证了《春秋学》在官学体系内

的发展[7] 。 洪武十一年(1378),傅藻等奉命对《春秋》进行重新编修,从体例上先是将《春秋》的编年体

改为国别体,继而将首周王之世列于鲁公之年之前,强化尊正统的意识;之后再列晋、齐诸国,楚、吴则

列于后,充分体现“尊王攘夷”的精神。 洪武十二年(1379)宋濂为之作序,书成,太祖赐名曰《春秋本

末》。 该书在体例上改为首周、后鲁,最后是僭越的吴、越,体现出明初对正统观念的重视和对正统的传

承,从而意在宣称洪武政权为正统所在。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 [8] 明初官修《春秋本

末》,从文化上掌控对《春秋》的解释权,完成对大明政权正统性的论证,这也是官修《春秋本末》这部经

说最深层的原因。 洪武十六年(1383),国子博士高允宪、杨磐奉旨重新编修《春秋》,对经说的分类则

是依照啖助、赵匡的《春秋》经说纂例,将《春秋》三传撮要删繁,凡二十三则,成书《春秋书法大旨》一

卷。 明初官修经解《春秋书法大旨》表面上看是删繁就简的一次编修,实际上仍是借学术活动以尊正

统,借史官记述讲求书法不隐的“春秋书法”,强调明善恶的主旨,昭示明初在思想领域的正统意识。
《春秋本末》和《春秋书法大旨》的官修,其蕴涵的深意在于王朝更替之际重新确立儒家文化的主导地

位,定儒家思想于一尊,彰显新政权对正统文化的承继。
洪武二十七年(1394),太祖因不满宋儒蔡氏《书集传》之谬误,诏征儒臣重新订正,“凡蔡氏《集传》

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诸家之说,足其未备” [9] 。 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敕重修,书成,赐名曰《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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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 “明代纂修诸臣于革除之际,老师宿儒,诛锄殆尽,不能如刘三吾等辑《书传会选》,于蔡氏多所

补正。” [10] 《书传会选》纠正蔡《传》之失,也在“每传之末,系以经、传音释,于字音、字体、字义辨之甚

悉” [11]2,故音释部分颇具汉学考证特色,可见是书亦是对宋元之学的承继。 官修《书传会选》在学术上

承继宋元之学,参照前代学者针对蔡氏《书集传》的纠错之作而成。 《书传会选》的敕修不仅体现了经

学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明初统一政权的必然产物。 另一方面,博征绩学纠正蔡《传》之失而定为

此编,彰显了新政权对文化的绝对掌控权,借官修经解达到文化思想领域的统一。 顾炎武认为,是书承

继宋元之学,敕修撰著者皆习务本之学,“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 [12] 。
(二)明代官修经解的设限

自宋朱熹开创儒家经典著作的“四书”学体系,《孟子》一书完成了由“子”升“经”的过程,最终确

立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据《明史·钱唐传》记载,太祖对《孟子》文本中的“臣视君如寇仇”等言论颇

为不满,故“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 [13] 。 洪武五年,孟子牌位亦被撤。 至洪武七年因刑部

尚书钱唐强谏,太祖终于重新下诏接受疏谏,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14]

然太祖仍尤为反感《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君臣之论。 至洪武二十七年

(1394),太祖又再命刘三吾对《孟子》文本重新进行校定,剔除《孟子》原本中辞气抑扬过甚者,仅保留

对君权无伤的内容。 刘三吾为迎合太祖之意,亦称这些言辞并非经说本意,《孟子》一书除去辞气太过

者八十五条,其余皆可颁于中外校官以使人知经书本意。 除去之条则“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一已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11]2。 洪武二十八年(1395),《孟子节文》校定经书刻板完成并颁示天下。 至

永乐九年(1411),连江儒士孙芝上疏倡议恢复全本《孟子》,至此官修《孟子节文》才正式被废止。 《孟
子节文》官修经解的敕修颁行,真实描绘出明代官修经解的设限图景,凸显出中央皇权政治对经典学术

的干涉。
永乐二年(1404),饶州儒士朱季友献其所著之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 成祖阅后大怒,曰:“愚民

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 [15]即命人将之押还乡里,杖责一百,并搜检焚毁其所著书。 从永乐初年

(1403)朱季友能献书阙下的学术背景看,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尚未定为一尊,学术环境稍微宽松,并不

如后来严酷。 待至《五经四书大全》官修经解书成,“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 [16] ,在中

央政权和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下,学校教育完全以科举考试为的,学子读书亦趋于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的

糅合,“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 [17] ,从而造成思想僵化扼塞之弊。 在明廷官修经解

的政治导向下,经生学子只许讲读孔孟之书和程朱之学,凡五经传义一尊朱子,以致“言不合朱子,率鸣

鼓百面攻之” [18] 。
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以为“四书五经”皆圣贤经典,其传注之外诸儒亦有切实之言,故命翰林

学士胡广等统会成书。 永乐十三年(1415),书成,成祖又亲自制序于卷首,称《五经四书大全》使天下

之人,获睹统汇经书之全,探晓圣贤精义要道,因是“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

统,以咸熙雍之治” [19] 。 可见官修经解《五经四书大全》深意在于对道统的承继,而圣王之道统就载于

儒家经典之中,以官修刊定的形式发扬六经,即在使圣王的道统彰显发扬。 成祖因靖难取得帝位,急需

尊崇道统以彰显正统,故官修经解《五经四书大全》不单能使圣人之道承继,亦可收到统一天下之人思

想的效果。 “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

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 [20] 至于官修经

解《五经四书大全》的取材,则承继宋元旧说,无所发明,“如《诗》则取诸刘氏,《书》则取诸陈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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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则取诸汪氏,“四书”则取诸倪氏,《礼》则于陈氏集说外,增益吴氏之纂言,《易》则天台鄱阳二董氏、
双湖云峯二胡氏,于诸书外全未寓目” [21] 。 永乐十五年(1417),《五经四书大全》颁示天下郡县学,成
为科举考试的准绳,体现了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对经学学术的干预和对思想领域的控制。

三、明代官修经解与经学嬗变

元明易代,在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明初诸帝提倡事功之学。 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作为前蒙元

官方的意识形态,至明也同样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 洪武三年(1370),太祖命重开科举,科举考试的内

容承袭前元,考查的范围也仍然是朱子之学为主。 洪武年间,太祖特命礼部于学宫立卧石,传令禁约

如:“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

者,文虽工弗录。” [22]将禁约传谕天下,借助官方禁令,限定科举经生只可习官定的宋儒传注,在经学领

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透视出明代官修经解与经学嬗变的制衡取舍。
(一)明代官修经解的经世精神与经学普及

有明一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明廷立国之初即从思想文化领域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渗透,通过崇儒

重经和官修经解等政策,在思想和文化领域进行了多方位建设。 由于明代官修经解的颁行,经学以程

朱理学而独尊,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在于重新确立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彰显新政权对正统文化的承继,
客观上推动了儒家经学的传播和经学教育的普及。 明代官修经解多成书于洪武、永乐两朝,后代少有

修订或新创之作,由此造成明代官方经学思想陈陈相因、缺乏活力,朱熹经学官方地位的确立与明代科

举的一经取士制度,都和明代敕修经学文献的编撰关系密切[23] 。
明代官修经解在经典诠释方面推行通俗化和普及化的举措,以浅语恒言释群经,避免经解的辞繁

而旨深,使人易于通晓而尽得通说。 明廷为树立正统意识、统一经说,不遗余力地增设各类学校,出现

“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故“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24] 。 官修经解经官

方颁布刊发至国子监和各州县学校,对经学教育的普及和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明代的经学,先是太

祖重用前元儒臣总纂颁行正定《十三经》《群经类要》等,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儒家经学进行了重

构[25] 。 就文献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尤其是正定《十三经》《群经类要》《五经四书大全》的编纂颁行,对
经学的普及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本末》《春秋书法大旨》表面上看是改编编纂体例或是删繁就简,
实质则是树立正统意识、统一经说的重新编修。 《书传会选》除了纠正经说之误,在文句考证方面基本

承继汉唐之风,为明初官修经解少有的承继汉学之作。 “朝廷对经学的重视来说,明代经学超过任何朝

代,四书五经也成为世子必读的书,无形中为经学教育做了推广工作。” [26]明代官修经解删繁就简的风

格,也影响到非官方的经学注解形式,亦多有“录钞”“则言”“粹抄”等语录体的经书著作,经书注解形

式多简易实用,更便于经典的观览和经学的普及。
(二)明代官修经解影响下的经学嬗变

明代官修经解《大全》受清人所指摘仅是抄誊一过的说法,今日学者多已不信。 从事明代经学研

究的最根本问题,已不再是笃守于清儒所给予的方向,而是从方法与意识上的根本变革[27] 。 就中国经

学史上繁简更替的诠释形式的考察,经学至明的“述朱”期不单有保存文献之功,亦有发扬朱子之学的

相当作用。 明初诸儒遵从程朱理学,皆“师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

正传,无敢改错” [28]7222。 当时的经学大师承继朱熹经学,如曹端、胡居仁、薛瑄、吴与弼等人,皆偏重于

躬行实践一途。 曹端“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 [28]7238。 吴与弼则“遂罢举子业,尽读四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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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 [28]7240。 薛瑄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

耳。” [28]7229 饶宗颐认为:“明人治经,最重要还是实践工夫。” [29] 故应当从经学的多元面貌,重新检讨明

人治经的实践功夫。 “以大义为先,从义理上力求心得,争取切身受用之处,表面看似蹈虚,往往收到行

动上预期不到的实效。” [29]据《菽园杂记》记载,正统年间的南畿提学御史彭勖笃信朱说,曾想自撰一书

献于朝廷,以删正《五经四书大全》中非朱子之说,后因《大全序》出自御制才作罢[30] 。 可见独尊朱学

并非全因官方引导和科考之故。 明代官修经解影响下的明人“争取切身受用之处”的治经目的,皆是

从经义精神孕育而来的。
明代官修经解的颁示传播使朱子学成为一时学术的主流,永乐年间专用朱熹说,致“命科举以为

程式,古注疏亦未尝有诏禁止,生徒恐畏趋时专习宋传,性理浮说盛行,递相祖受,古义尽废,七十子所

遗汉唐相传共守之实学殆绝” [31] 。 《五经四书大全》官修经解成为科举取士的官定答案,经学的研究方

向被禁锢于《五经四书大全》官修经解之内,规定科考举子只能代圣人立言,不得标新立异。 自永乐之

后,明代的科举考试以《大全》取士,致使当时的经典之学竟日趋“蹈于空疏,儒林之名,遂为空疏藏拙

之地” [32] 。 经过明代官修经解对经说的整理活动,尤其是官定《五经四书大全》读本之后,官修经解成

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说解,将士子的思想严格禁锢于程朱理学。 官方经学通过科举考试限制了学子的经

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立场不同的经说采取权威式的压制,直接造成了学者经生“遵信之足矣,复何

言” [28]7248。 士人欲谋功名仕进,只需读朝廷所颁定的传注,墨守一经,无需旁涉博览。 杨慎指出:“本朝

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 [33] 在这种官修经解设限的政治文化格局下,士人为读取功

名已无暇顾及前人的经典注疏,对官修经解之论,只知尊笃附和,并无精思体验之得,故王廷相也慨叹

道:“致使编籍繁衍,浸淫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相背驰,岂不大可哀

邪!” [34]明中期开始对宋学反动的学术风气和重视古注疏的学者日渐增多,表明朱子之学影响力的渐

次缩小和汉学势力的渐起[35] 。 在程朱理学所揭示的经学意义流于空谈心性的学术环境中,士人对朱

子学的推崇态度已大为转变,也成为学术思想和经学嬗变的直接动因。
自明正德、嘉靖以后,经学的私家著述逐渐摆脱明代官修经解《大全》的束缚,往往带有个人治经

的倾向性,“其学各抒心得” [36] ,注经不遵朱学反而较为常见。 嘉靖年间学者郑晓即认为,宋儒对经学

的贡献虽多,然其所资大抵出自汉儒之学,今宋儒的诸经传注,亦多不如汉儒,然又讥讽汉儒训诂之学

驳杂,故郑晓批评道:“宋儒议汉儒太过,近世又信宋儒太过。 要之,古注疏终不可废也。” [37] 在解释与

阐明经典中,更多的经学话语融入以文献为依据的注经和解经,反映出汉学、宋学相融合的兼采诉求,
使经学摆脱训释方法单一的局限,拓展了新的经学视域。 明中后期的学者有感于朱子之学的不合理和

经注的种种缺失,开始重新提倡汉学,经学著述也已具有反宋学倾向[35] 。 非官方编纂的举业用书大量

刊行,虽然受到科举主试文体的影响,但有些已不再停留于经注的汇辑。 如蒋悌生《五经蠡测》即是旁

搜博采,对质疑经传反复参究有所心得而修成,亦未遵照科举规定的注本,质疑之处颇多创见[38] ;吕柟

《吕泾野五经说》、蔡汝楠《说经劄记》同样独抒己见,阐明经义,在维系科考制度的同时努力保持经学

撰著的学术意义。 “要之无抵牾圣人,真洽见之津涉而通经之钤键也。” [39] 这类经学著述重在阐述经

说,兼有学术与治道的功用,亦是对经学学术的承继和经学治道的践行,凸显出明代官修经解影响下经

学嬗变的文化意义。

结语

明代官修经解构成了明代官方经学濡染影响的重要面向,深刻影响了明代的科举取士,展现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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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央集权和经学科举时代背景下,经学学术与科举应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制衡取舍。 明代经学是经

学史由宋学向汉唐之学嬗变的关键时期,这一经学嬗变产生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明代官方经学反

映出尊崇程朱理学的学术取向和巩固统治、维系人心的政治诉求,而明代官修经解体现了对宋元以来

的经世致用经义精神的传承。 在明代崇儒重经的政策之下,经学文献的官方解读则又代表了明代文化

整合、思想设限的特色。 明代官修经解的编纂背景、内涵和思想特质,强化了专制帝王的绝对权威,体
现了一代王朝的文化选择和政治导向。 同时,明代官修经解的承继与设限客观上影响了经学发展的面

向和进程,亦是明中后期学者对宋学的反动和经学嬗变的深层根源。 对有明一代学术风气的重新检

视,可以发现明代官修经解承继与设限的重要维度,由此传递出学术风气消长变化过程中的学术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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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s
 

a
 

scholarly
 

document
 

that
 

interprets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form
 

of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highly
 

centralized 
 

the
 

compilation
 

background 
 

connot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g
 

Dynasty􀆶 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reflect
 

the
 

cultural
 

choic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a
 

dynasty.
 

The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documents
 

in
 

the
 

Ming
 

Dynas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explaining
 

the
 

policies
 

of
 

Confucian
 

stud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itnes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issuance
 

of
 

off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led
 

to
 

the
 

dominance
 

of
 

Cheng
 

Zhu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tudy
 

of
 

classics.
 

The
 

promotion
 

of
 

populariza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the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
 

education.
 

The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literature
 

re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deological
 

limit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field
 

of
 

Confucian
 

studies 
 

reflecting
 

the
 

highly
 

centralized
 

central
 

government􀆶 s
 

interven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nd
 

control
 

over
 

the
 

ideological
 

sphere.
 

The
 

official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Mi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respecting
 

Cheng
 

Zhu
 

Neo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demand
 

to
 

consolidate
 

rule
 

and
 

maintain
 

people􀆶 s
 

hearts 
 

while
 

the
 

official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Ming
 

Dynasty
 

embodie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of
 

applying
 

the
 

classics
 

to
 

the
 

world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private
 

writings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had
 

both
 

academic
 

and
 

governing
 

functions 
 

and
 

were
 

also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and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in
 

governing.
 

They
 

highlighte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fficial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Ming
 

Dynasty 
 

vividly
 

reflec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balance
 

between
 

the
 

academic
 

study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inheritanc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bjectively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and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lso
 

served
 

as
 

the
 

deep
 

root
 

of
 

the
 

reactionary
 

views
 

of
 

scholars
 

towards
 

Song
 

studies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and
 

evolu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More
 

discourse
 

on
 

Confucian
 

classics
 

was
 

integrated
 

into
 

annotations
 

and
 

reconciliations
 

based
 

on
 

literature 
 

thus
 

expanding
 

new
 

perspectives
 

on
 

Confucian
 

studi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the
 

Ming
 

Dynasty
 

reveals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 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conveys
 

the
 

new
 

academic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is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Ming
 

Dynasty􀆶 s
 

official
 

Confucian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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